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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科学证据的可采性是指是采纳某一科学证据作为证明某一事实的标准或条

件。目前我国还没有建立明确的科学证据可采性标准，而在科学证据研究最发达的英美

国家，科学证据可采性标准中的一些基本要素也是纠缠不清的。通过对科学证据可采性

标准的历史考察和认识论反思，并根据科学证据在真相发现中的功能，可以尝试从内在

属性和外在属性两个方面来审视科学证据可采性的结构。科学证据可采性的标准主要包

括：科学证据本身的科学有效性、可靠性、科学相关性以及科学专家的可信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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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事实探究过程中，如果证据涉及某一方面的专业知识，就必须借助该领域的专家来对证据

或事实作出判断或解释。这种运用科学技术得到的用于证明某一事实的材料被称作 “科学证据”。

在人类社会活动中，科学证据确实把很多用普通方法不能知悉的事实真相呈现在我们面前：实验

室里的电子显微镜、光谱、气体彩色成像、ＤＮＡ鉴定以及上百种其他法医学分支科学已经成为

发现真相不可缺少的帮手。但是，科学证据在带给我们真相的过程中，也带来了许多困惑。这些

困惑集中体现在面对错综复杂的科学证据，人们如何认识科学证据的可采性问题上。科学证据的

可采性是指采纳某一科学证据作为证明某一事实的标准或条件。目前我国还没有建立明确的科学

证据可采性标准，而在科学证据问题研究最发达的英美国家，科学证据可采性标准中的一些基本

要素也是纠缠不清的。本文通过对科学证据可采性标准的历史考察，从认识论角度对科学证据的

可采性标准进行反思，并从科学证据的科学有效性 （科学原理与方法）、可靠性、相关性以及科

学专家的可信性四个方面对科学证据的可采性标准进行系统建构，旨在为实践中评价和运用科学

证据提供一个清晰的分析框架。

一、科学证据可采性标准的历史考察

（一）从弗赖伊到后多伯特时代

人类社会运用科学证据发现事实已有悠久的历史，但是在２０世纪以前，法院在评价专家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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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可采性时，没有把注意力集中在科学有效性上，而是主要看该专家在相关的科学领域或行业内

是否成功。对科学证据采纳标准的确定直到１９２３年的弗赖伊诉美国一案 （Ｆｒｙｅｖ．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

的裁决才取得突破。审理弗赖伊案件的巡回法院在决定一项关于以心脏收缩压谎言测试而得来的

证据可采性问题时声明：“我们很难确定一个科学理论或科学发现什么时候会跨越试验阶段和示

范阶段的界线。在这个过渡区域里，科学理论的举证力量必须得到承认。法庭接受一个公认的科

学理论或科学发现演绎出的专家证言，但从中做演绎推断的东西必须有足够根基，并在其所属的

领域得到普遍承认。”〔１〕这一裁定实际上要求，在专家能够以某种科学理论或技术为基础得出意

见前，该项证据的提出者必须证明该理论或技术符合 “推论得出的出发点已经充分确立，在其所

属的特定领域中已经获得普遍的接受”。这一裁定确立的科学证据的评价标准被称为 “弗赖伊测

试”或 “普遍接受标准”。尽管弗赖伊测试并没有明确法庭如何去判断某一论点是否已得到普遍

接受，但它为科学证据的可采性设立了第一个正式标准。

学理上认为，弗赖伊测试后面存在的三个认识论假定是非常粗糙的。这三个认识论假定是：

存在确定的一个点，科学主张或技术停留在这个点上经过 “实验”变得 “显而易见”；科学主张

或技术没有达到 “显而易见”的状态，除非在相关领域得到普遍接受；法官掌握的科学知识是非

常有限的，对专家证据可靠性的评断必须依靠科学团体，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有效的科学知识进入

法庭。〔２〕基于这些认识论假定，要判断一个理论或一项技术是否已在所属领域得到 “普遍接

受”，法院必须首先确定专家证据依据的理论所归属的科学领域，然而对于一项新技术来说，要

确定它归属的科学领域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一项新技术通常要组合不同的科学原理，弗赖伊测试

并没有考虑这种新的原理组合在何种程度上被普遍接受。〔３〕弗赖伊案对必须 “获得普遍接受”

的 “事情”，没有讲清楚这是指讲真话和血压之间的关系，还是指专家测量和解释血压变化的能

力，或是两者都包括。〔４〕在弗赖伊测试中，争论中的哪一个原理必须已经获得普遍接受通常是

不清楚的：是诸如牛顿定律一样的基本理论还是这种理论的应用？正如埃利奥特 （Ｅｌｌｉｏｔｔ）所

说，“弗赖伊测试几乎没有解释普遍接受是如何应用于具体个案的。”〔５〕还有一些批评人士认为，

弗赖伊测试把法律决定权交给了科学家，因为弗赖伊测试间接地把自己的标准依赖于一个科学子

领域的裁决。〔６〕从另一方面看，弗赖伊测试受到广泛的批评，主要原因在于对该测试的严格适

用妨碍了基于新兴学科和跨学科研究结果的科学证据的使用。〔７〕

１９７５年颁布的 《联邦证据规则》取代了弗赖伊测试。尽管如此，自弗赖伊案以来的７０年间，

“普遍接受性”测试一直成为审判中裁断新的科学证据可采性的主导标准。直到１９９３年审理多伯

特案 （Ｄａｕｂｅｒｔｖ．ＭｅｒｒｅｌｌＤｏｗ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ｓＩｎｃ．）的布莱克门 （Ｂｌａｃｋｍｕｎ）法官认为，法庭

需要首先确定提交的专家证据是否真正属于 “科学知识”，然后据此来评估该专家证据的可靠性，

而且这种评估需要关注专家们所使用的方法，而非他们的结论。〔８〕在此案中，最高法院引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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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著名哲学家的话，即卡尔·亨普尔 （Ｈｅｍｐｅｌ）的 “构成科学解释的说法必须有能力进行经

验性的检验”和卡尔·波普 （Ｐｏｐｐｅｒ）的 “某项理论科学地位的准则是它的错误可证实性，或可

反驳性或可检验性”。〔９〕该案给法官履行 “守门人 （ｇａｔｅｋｅｅｐｅｒ）”职责、采纳科学证据提出了四

项指引：（１）是否一项 “理论或技术……能被 （且已被）检验”；（２）它是否 “已经历了同行审

议并发表”；（３）就一项特定的技术来说，是否 “已知或可能存在的错误率”很高，以及是否有

“对该技术操作进行控制的标准”；（４）该理论或技术是否在 “在相关学术界”内具有 “普遍接受

性”。〔１０〕弗赖伊测试和多伯特指引的理论基础都是逻辑实证主义。逻辑实证主义认为，科学的方

法是研究人类行为的唯一正确的方法。从本质上看，多伯特指引和弗赖伊测试均属于科学标准，

因为不管是要求专家证据依据的理论和方法得到相关科学团体的 “普遍接受”，还是要得到科学

验证，都体现了法律对科学的顺从。学界认为，多伯特指引与弗赖伊测试深刻的实质差异在于，

弗赖伊测试期待法官在可采性裁决中几乎不需要有关研究方法的知识，它可以很简单地通过举手

表决的方式应用于相关领域。相比较，多伯特指引要求法官拥有相当的经验敏感性，因为他们必

须评价提供给法庭之科学证据潜在的方法和原理。〔１１〕另一方面，多伯特指引与弗赖伊测试相比，

一个重大改进是拓展了科学证据的范围，在评价科学证据时把可靠性的代理标准转向了对科学有

效性的直接探究。弗赖伊测试没有要求法官决定证据是否可靠，而是由科学界来判断它是否可

靠。而多伯特指引要求法官个人来判断科学证据的可靠性而不是依靠科学界评估证据的可靠性。

弗赖伊测试只适用于像物理、化学、生物学之类的 “硬”科学证据，而多伯特指引将范围扩展到

了诸如心理学、社会科学之类的 “软”科学证据。

１９９７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通用公司一案 （Ｇｅｎｅｒａｌ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Ｃｏ．ｖ．Ｊｏｉｎｅｒ）的裁决指出，问

题并不是 “动物研究是否能够在任何时候都为专家的观点提供适当的基础”，相反，所呈现的问

题应该界定为 “这些专家的 ‘特定的’意见是否能够获得他们所依赖的动物研究的足够支

持”。〔１２〕１９９９年３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审查涉及轮胎爆炸的产品责任的 “库霍轮胎公司诉

卡麦克海尔”案 （ＫｕｍｈｏＴｉｒｅＣｏ．ｖ．Ｃａｒｍｉｃｈａｅｌ）中指出，“多伯特标准的要求 阐明了法官作

为 ‘看门人’的义务 不仅适用于以科学知识为依据的专家证言，也适用于以 ‘技术的’和

‘其他专门的’知识”。〔１３〕联邦最高法院在库霍轮胎案件中，把问题从 “专家证言是否科学”转

向了 “专家证言是否可靠”。库霍轮胎案把多伯特案意见拓展到技术和其他专业知识领域，并通

过强调审判法官有权自行决定如何最好地履行其守门人职责。这几个里程碑式的案件对可采性问

题进行了拓展与细化，被称为 “多伯特三部曲 （Ｄａｕｂｅｒｔｔｒｉｌｏｇｙ）”。经过 “多伯特三部曲”后，

联邦法院明确了 《联邦证据规则》第７０２条除了适用于以科学知识为基础的专家证据，还适用于

以技术或其他专业知识为基础的证据。在后多伯特时代，法官不但要进行法律判断也要作出有关

科学证据相关性和可靠性的科学判断。修订后的７０２规则成为后多伯特时代大多数法庭采纳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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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引案例。学术界大部分学者把多伯特案确立的在采纳科学证据时考虑的四个因素称为 “多伯特标准”、“多伯特

规则”或 “可靠性标准”。笔者认为，实际上多伯特案并没有给法官采纳科学证据限定一个标准，因而将其称为 “多

伯特指引”可能更为合适。但为了保证引文的一致性，本文在引用他人文献时仍保留原文的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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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的主要依据。〔１４〕

（二）对科学证据可采性标准的质疑

多伯特案确立的专家证言审查的 “可靠性标准”是联邦证据规则确定科学证据可采性的主要

依据，但该标准曾受到学界的强烈批评。对它的批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它将专家置于进

退两难的境地，在法庭上是处于一种 “不会赢”的局面；二是它为 “伪科学”进入法庭提供了机

会，可能给法庭带来更多的麻烦；法官代替专家承担评价科学证据的采纳性的责任，将导致大量

不当判决的出现；三是它可能促使模棱两可的专家证言的出现。实际上，这些批评并没有触到它

的核心。笔者认为，以可靠性为核心的科学证据可采性标准主要存在以下局限。

第一，从哲学上来看，多伯特裁决混淆了波普尔和亨普尔的科学哲学，把可靠性等同于科学

性，或者说混淆了 “可靠性”和 “科学性”，并且把 “真正的科学性”等同于 “按照科学方法进

行操作”。〔１５〕当用多伯特指引把证据规则解释为要求审判法官不是依靠科学界，而是要他们自己

对可靠性作出决定，并且作出科学方法论评价时，认识论问题变得尖锐了。〔１６〕作为多伯特裁决

基础的认识论假定也是非常混乱的。因为多伯特裁决不像弗赖伊测试，它要求法官以自身名义对

科学方法论作出决定。但是多伯特裁决就如何作出这样的决定提出的建议是令人为难的。自从多

伯特裁决以后，审判法官在决定科学证据的可采性时必须权衡复杂的哲学和认识论因素，而不是

依靠简单的 “普遍接受”。由此可见，在实践中应用多伯特指引并不那么容易，因为多伯特指引

在裁判过程的认识能力上提出了不现实的要求。

第二，从法律上看，多伯特案最令人遗憾的一点是，该上诉法院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在没

有根据相信该数据可以被理解的前提下，采纳该数据所造成的影响。结果是，让人感到法院似乎

赞成未经慎思和非理性的法律裁决，这与法的精神背道而驰。〔１７〕艾伦 （Ａｌｌｅｎ）认为，尽管在多

伯特标准下，下级法院在控制专家证言的可采性方面变得更加积极主动，但审判法官停留在科学

外行上的问题使困难和挑战依然存在。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上诉法院的意见完全忽视了要求事

实裁判者接受相关事实的教育与使用专家带来大量尊从问题之间的张力。然而，该上诉法院关于

多伯特案的意见错失了讨论这个法律问题的机会。〔１８〕

第三，在应用多伯特指引时，法官要求一种实际上不可能提供的确定性。一些专家认为，多

伯特裁决，或更准确地说，一些法官对多伯特指引的解释在鼓励用一种反科学的 （ａｎｔｉ－ｓｃｉｅｎｔｉｆ

ｉｃ）方法来评价科学证据。〔１９〕与科学家们使用的证据力 （ｗｅｉｇｈｔ－ｏｆ－ｔｈｅ－ｅｖｉｄｅｎｃｅ）方法相

比，这一方法要求独立地评价每个证据资料的相关性和可靠性。梅森 （Ｍａｓｏｎ）认为科学证据问

题本身不存在解决方案，因为科学证据可能 “更真”或 “更不真”的假定是错误的。在他看来，

多伯特指引的可采性要求根本是不必要的，专家证据应该简单地像其他证据一样对待。〔２０〕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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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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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１９〕

〔２０〕

例如，在澳大利亚，采纳科学证据或专家证据的关键标准也是证据的可靠性问题。事实裁判者在判断专家证据的可

靠性时，通常会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１）该理论或技术是否可以得到检验或者已经得到检验；（２）是否得到同

行的认可；（３）这种判断出现错误的概率及具体的标准；（４）是否被一般的科学团体所接受。参见季美君：《澳大利亚

专家证据可采性规则研究》，《证据科学》２００８年第２期。

ＳｕｓａｎＨａａｃｋ，犗犳犜狉狌狋犺，犻狀犛犮犻犲狀犮犲犪狀犱犻狀犔犪狑，７３ＢｒｏｏｋｌｙｎＬ．Ｒｅｖ．９８９（２００８）．

ＳｕｓａｎＨａａｃｋ，犇犲犳犲狀犱犻狀犵犛犮犻犲狀犮犲－犠犻狋犺犻狀犚犲犪狊狅狀：犅犲狋狑犲犲狀犛犮犻犲狀狋犻狊犿犪狀犱犆狔狀犻犮犻狊犿，ＰｒｏｍｅｔｈｅｕｓＢｏｏｋｓ，２００７，

ｐ．２５１．

前引 〔４〕，罗纳德·Ｊ·艾伦等书，第７５８页。

同上书，第７３８页。

ＤａｖｉｄＭｉｃｈａｅｌｓ，犛犮犻犲狀狋犻犳犻犮犈狏犻犱犲狀犮犲犻狀狋犺犲犚犲犵狌犾犪狋狅狉狔犛狔狊狋犲犿：犕犪狀狌犳犪犮狋狌狉犻狀犵犝狀犮犲狉狋犪犻狀狋狔犪狀犱狋犺犲犇犲犿犻狊犲狅犳狋犺犲

犉狅狉犿犪犾犚犲犵狌犾犪狋狅狉狔犛狔狊狋犲犿，１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ＬａｗａｎｄＰｏｌｉｃｙ４０（２００５）．

ＭｉｃｈａｅｌＣ．Ｍａｓｏｎ，犜犺犲犛犮犻犲狀狋犻犳犻犮犈狏犻犱犲狀犮犲犘狉狅犫犾犲犿：犃犘犺犻犾狅狊狅狆犺犻犮犪犾犃狆狆狉狅犪犮犺，３３ＡｒｉｚｏｎａＳｔａｔｅＬ．Ｒｅｖ．９００，９０２

（２００１）．



待错误率问题上，可靠性标准没有考虑到假阳性错误 （ｆａｌｓ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ｅｒｒｏｒ）与假阴性 （ｆａｌｓｅｎｅｇ

ａｔｉｖｅｅｒｒｏｒ）错误之间的区别，也没有考虑到错误率和偶然错误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这种相互

作用如何影响证据的证明性质。〔２１〕

第四，多伯特方法的另一个缺陷是它既未能认识到可靠性是一种度，也未能认识到在科学中

评价可靠性的充分性是一种价值判断。正如莫森斯 （Ｍｏｅｎｓｓｅｎｓ）所说，“可靠性是一个包含多种

含义的术语，并取决于我们为什么目的来使用它。可靠性不是科学检验，也不是客观的标准；它

蕴含着价值判断。如果信息对于证据所要证明的目的是安全的，法庭可能认为证据是可靠的。如

果为了其他不同的目的，法庭也可能认为同样的证据是不可靠的。在专家证言中，可靠性应该与

确定性的程度有关。”〔２２〕多伯特法庭未能意识到这一点的原因，可能是关于抗恶心处方药盐酸双

环胺 （Ｂｅｎｄｅｃｔｉｎ）危害结果的科学证据是非常确定的。多伯特指引中提出的四个评价可靠性的因

素最终是没有帮助的，因为它们是不完全的、不一致的，并且不能为评价科学有效性提供系统上

的帮助。〔２３〕

最后，多伯特指引几乎排除了软科学 （如心理学）证据，从科学发展的方向看，“可靠性标

准”将对控方有利而对辩方不利。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控方使用专家主要是证明其对客

观事实的主张，其往往更需要意见性证据来证明同一性，如证明一枚指纹、一根毛发或一个签名

是该被告人所留，或者一枚弹头是特定的某一支枪所发射的。与之相反，辩方最有希望胜诉的案

件是那些涉及被告人主张在实施犯罪行为时精神状态问题的案件，比如精神错乱、无预谋、精神

过度紧张或情感受压抑或者无知等等。二是辩方的专家意见比控方的专家意见更难以查明有用的

出错率，因为与社会科学研究关联的个别出错率相比法庭实验室更难以产生，而解释犯罪行为或

对犯罪行为的理解中，可变因素很多；三是多伯特标准对辩方造成的损害比控方大，因为研究需

要资金，与国家相比辩方需要专家证据时始终处于资源不足的地位，而多伯特标准通过提出检验

上的要求使辨方更显资金的不足。〔２４〕由于社会的发展将会导致更多的软科学证据进入法庭，因

此修改多伯特指引的呼声日益高涨。另外，结合新修订的７０２条，一个可应用于当前案件的包含

充分性 （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可靠性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和可靠的应用性 （ｒｅｌｉａｂｌ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ｉｌｉｔｙ）的三层认识

论标准，似乎要求联邦地区法官在每个专家证言的分析上担当逻辑学家的角色。这一角色上的特

殊要求体现了最高法院在修正证据规则时的困惑。按照马隆 （Ｍａｌｏｎｅ）的说法，联邦最高法院在

认识论上的混乱是科学和哲学之间争论的自然结果。〔２５〕

（三）多伯特标准作为一种规则的现实困难

对科学证据设定不同于外行证人的可采性标准，主要是基于专家证言提供的是与外行证人不

同的意见陈述。科学调查的目的并不在于达成共识，而是在于回答争议的问题。当相关科学共同

体的大部分成员都认为某个证据能够确证某个主张或理论时，共识通常只是一个副产品。〔２６〕但

是当科学证据一旦进入事实认定领域，共识就成为必要。这种共识就有可能变成规则。但是，建

立在多伯特指引上的可靠性标准作为一种规则存在现实上的困难。

首先，同行评议的局限性使得它很难在科学证据的评价中得到很好的应用。在必须借助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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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来确定事实的案件中，非专家人士对于抽象复杂的科学理论与数据往往是一筹莫展，所以法

庭期望通过同行评议来帮助非专业人士理解科学证据中所包含的意义。科学界的同行评议增加了

其方法论中的实质缺陷被发现的可能性，是科学大厦的神圣支柱。它的基本形式是科学期刊发表

的审查：提交给出版社的科学论文和受资助的科学报告通常要提交给该领域的匿名专家进行同行

审议。在科学家们拥有同样背景和理论承诺的地方，同行评议的效果是明显的，在那些方法上存

在实质差异的地方或在对抗式语境中，同行评议可能变成一种不可靠的机制。〔２７〕即使在期刊上

发表成果，决不意味着其主张得到了科学共同体对它的认可或接受，因为在某些情况下基础牢固

而具有创新性的理论、论题太具体、太新颖，或对引起人们的兴趣太有限的理论却难以顺利地通

过同行评议的审查而未能发表，那些极具科学价值的新的科学观点和设想也常常被拒绝发表。同

行评议作为在有效的竞争思想之间作出选择的手段，其效果并不令人满意。部分是因为进行审议

的同行专家通常是作者在相同资源中的竞争对手。同行评议在捕捉欺骗和造假方面工作起来也很

蹩脚，因为所有的科学家都是社会化的，他们相信即使是他们最厉害的竞争对手在报告科学结果

时也很诚实，这样如果某位科学家有目的地愚弄评判者，他将很容易成功。另外，诸如文章作者

的政治力量等均可影响其理论的接受。由于同行评议在司法实践中存在操作上的困难，所以把它

作为一个可采性标准来约束所有需要审查的科学证据显然是不恰当的。

其次，把错误率作为科学证据可采性的一个条件是不实际的，因为人们能接受的错误率取决

于其任务或正在回答的问题。必须要意识到的一点是，科学研究的错误率只是一个估计，在大多

数情况下不需要计算有意义的数据，况且用纯数字表达的错误率在决定可采性时是难以计算的。

在实际中根据有限的相关经验科学证据决定主张是否实际真实或虚假可能是非常困难的。这可能

会导致在可采性标准方面那些选择披上专家斗篷的证人可能要承担比只要求相关性的普通证人更

高的标准。

再次，获得在特定领域的 “普遍接受”也是有问题的。无论是弗赖伊一案中的普遍接受标准

还是多伯特一案中的科学合理要求都没有穷尽关于科学证据的所有 “检验”，并且二者都没有说

明在众多可能性中选择的任何理由。科学界普遍接受是对科学事实采取司法认知的一个固有条

件，但它不能作为确定科学证据可采性的一个决定性的条件。〔２８〕规则７０２文本中没有一处把

“普遍接受性”确立为可采性的绝对前提。而刚性的 “普遍接受性”要求与 《联邦证据规则》所

倡导的 “自由延伸”以及 “放宽对 ‘意见’证言之传统限制”的宗旨是相悖的。弗赖伊案使 “普

遍接受性”成为采纳专家科学证言的排他检验。这个标准的素朴性、缺位以及与 《联邦证据规

则》的不相容性，使其不应当在联邦审判中加以适用。〔２９〕另一方面，某一事物在某一领域得到

普遍接受并不意味着它就是科学的。此外，许多科学技术并不只涉及一个学术或职业领域，尤其

在当今交叉学科盛行的时代更是如此。例如，ＤＮＡ就涉及分子生物学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ｂｉｏｌｏｇｙ）、遗传

学 （ｇｅｎｅｔｉｃｓ）、环境生物学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ｂｉｏｌｏｇｙ）、人体人类学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进化生

物学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ｂｉｏｌｏｇｙ）、群体遗传学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ｇｅｎｅｔｉｃｓ）和统计学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等领域。

最后，所谓的弗赖伊测试和多伯特指引都是基于科学证据的排除来对科学证据的可采性作出

规定。尽管在多伯特案件中，诉讼双方都提交了科学证据，但上诉法院对科学证据的可采性标准

的条件限制并不是对在案件中被采纳的科学证据的概括。这说明，弗赖伊和多伯特案件并没有为

科学证据的可采性标准提供直接的来源。多伯特指引是基于民事案件作出的，对刑事案件来说标

准是否太低了，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有学者认为，“多伯特三部曲”把刑事司法体系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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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引自前引 〔４〕，罗纳德·Ｊ·艾伦等书，第７３１页以下。另见前引 〔８〕，Ｄａｕｂｅｒｔ案，第５７９页。



实证主义的认识论，片面地认为我们能够客观地认识事物，却脱离了知识的社会性；从长远利益

看，这种对事物认识的发展有利控方，而不利刑事被告人，最终会导致刑事司法体系的不公正和

不可靠。〔３０〕由于库霍轮胎把多伯特标准扩展到了技术及其他专业知识领域，因此，适用多伯特

标准就显得太为单一，不能为诉讼中使用的全部种类的科学证据提供可采性标准上的指引。我们

不能就多伯特案所提到的因素在所有案件和所有时间的可适用性加以排除或采纳，因为这些因素

太多地依赖于特定争议案件的特殊情况。〔３１〕除此之外，可靠性标准作为规则还需要考虑科学证

据在使用方面当事人之间的均衡困难。例如，在刑事犯罪案件中，基于证明责任的分配，控方使

用的科学证据远远要多于辩方，即使是在实行对抗制的英美法系国家，情况也是如此。另一方

面，在民事诉讼中，由于科学证据的使用需要一定的经济支撑，这也会造成科学证据使用的差

异。而且，人们已经注意到基于多伯特指引，至少在民事案件中，科学证言更加难以被法庭所采

纳。〔３２〕这与事实调查越来越多地依赖科学证据产生了严重冲突。所以在科学证据可采性标准的

改革上，有些学者提出联邦法官应该系统地缩减多伯特指引：他们应该通过拒绝简单的科学模式

和修正他们对原告和民事陪审团的焦虑绕回到多伯特年代，他们应该更弹性地应用多伯特标准以

及采取一种更为开放的科学观点。〔３３〕

二、科学证据可采性的属性

无论在西方的学术界还是实务界，在科学证据可采性属性界定问题上仍然是不清的。这主要

表现在对其中一些诸如有效性、可靠性等基本概念之间逻辑关系的表述上莫衷一是。例如，有观

点认为，可靠性来源于科学理论或原理，并依赖以下三个因素：（１）基本理论的有效性；（２）应

用该理论技术的有效性；（３）把技术应用到个案的适当性。〔３４〕审理多伯特案件的布莱克门法官

尽管认为 “在准确性、有效性和可靠性之间存在着不同”，他在注释９中写道：“我们注意到科学

家们明确地区分了 ‘有效性’（原理支持它所要表现的吗？）和 ‘可靠性’（应用原理能产生一致

的结果吗？）”，然而，他接着说 “在涉及科学证据的案件中，证据的可靠性将建立最科学有效性

的基础上”。更奇怪的是，他在正文中强调 “科学有效性就是证据的相关性和可靠性”。〔３５〕美国

《联邦证据规则》第７０２条也没有明确地区分这几个概念，而只是说：“如果科学、技术或其他专

业知识将帮助事实审理者理解证据或决定争议事实，那么一个因知识、技能、经验、训练或教育

有资格作为专家的证人可以在法庭上以意见形式或以其他方式作证，如果 （１）证言基于充足的

事实或数据；（２）证言是可靠原理和方法的结果；（３）证人已经把该原理和方法可靠性应用于案

件事实。”因此，这一规定对于适用科学证据可采性仍然是不清晰的。美国国家科学院于２００９年

２月１８日发布的报告 《强化美国的法庭科学：一条前进的路径》对刑事案件中法庭科学证据的采

纳和可靠问题提出了两点考虑：一是考虑建立在可靠科学方法上的特殊法庭科学提供给准确分析

证据和报告结论的能力和程度；二是考虑特殊法庭科学领域中的执业者依靠人类解释的程度，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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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Ｓｌｏｂｏｇｉｎ，犜犺犲犛狋狉狌犮狋狌狉犲狅犳犈狓狆犲狉狋犻狊犲犻狀犆狉犻犿犻狀犪犾犆犪狊犲狊，３４ＳｅｔｏｎＨａｌｌＬ．Ｒｅｖ．１０５（２００３）．

前引 〔４〕，罗纳德·Ｊ·艾伦等书，第７４６页。

ＬｉｓａＨｅｉｎｚｅｒｌｉｎｇ，犇狅狌犫狋犻狀犵犇犪狌犫犲狉狋，１４Ｊ．Ｌ．＆ＰＯＬ’Ｙ６５，６８（２００６）；Ｄ．Ｌ．Ｆａｉｇｍａｎ犲狋犪犾，犕狅犱犲狉狀犛犮犻犲狀狋犻犳犻犮犈狏犻

犱犲狀犮犲：犜犺犲犔犪狑犪狀犱犛犮犻犲狀犮犲狅犳犈狓狆犲狉狋犜犲狊狋犻犿狅狀狔，Ｅａｇａｎ，ＭＮ：Ｔｈｏｍｓｏｎ／Ｗｅｓｔ，２００８，ｐ．１０５．

ＧａｒｙＥｄｍｏｎｄ，犛狌狆犲狉狊犻狕犻狀犵犇犪狌犫犲狉狋犛犮犻犲狀犮犲犳狅狉犔犻狋犻犵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犐狋狊犐犿狆犾犻犮犪狋犻狅狀犳狅狉犔犲犵犪犾犘狉犪犮狋犻犮犲犪狀犱犛犮犻犲狀狋犻犳犻犮犚犲

狊犲犪狉犮犺，５２ＶｉｌｌａｎｏｖａＬ．Ｒｅｖ．９２３（２００７）．

ＰａｕｌＣ．Ｇｉａｎｎｅｌｌｉ，犃犱犿犻狊狊犻犫犻犾犻狋狔狅犳犛犮犻犲狀狋犻犳犻犮犈狏犻犱犲狀犮犲，２８ＯｋｌａｈｏｍａＣｉｔ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Ｌ．Ｒｅｖ．３（２００３）．

前引 〔５〕，Ｅ．Ｄ．Ｅｌｌｉｏｔｔ文，第５９０页，注释９。



种解释可能被错误、偏见的威胁，或者缺乏可靠的操作程序和严格的操作标准所污染。〔３６〕这两

点考虑并没有为法庭采纳科学证据提供方法上的指导。目前被大部分法庭所接受的多伯特标准中包

含的不确定性模型只考虑了特别的知识 “理论”，过分地限制了可能有价值 （但不能证伪的）证据，

过分地采纳了可能没有价值 （但满足所谓的 “好科学”）的证据。〔３７〕

那么，在法庭上，法官或陪审员应该如何评价越来越多的科学证据，并依据什么来对科学证

据问题作出裁决呢？非格曼 （Ｆａｉｇｍａｎ）认为，科学的海洋深而广，法官们不必要横渡整个科学

的海洋，但至少要知道如何去游泳。比如，掌握阅读和理解科学方法基本必需的技巧，把科学知

识与他们的法律裁决整合起来。〔３８〕尽管有研究表明陪审团与法官对科学证据的理解存在差

异，〔３９〕但对于可采性框架的分析来说，我们暂且可以搁置这些差异，转而分析陪审团与法官都

适用的科学证据可采性的属性结构。由于我国采取的是事实审理与法律适用合一的一元制审理模

式，因此，这一分析对于我国司法实践更具有现实意义。

在科学探究领域，科学家们也使用证据：他们通过观察和经验证据，运用科学的方法发现或

提炼科学理论或科学知识。但是科学中使用证据要比法律中宽松。法律中有精确的证据规则规制

什么是可采的和不可采的证据。在科学中，这一概念似乎仅仅是意味着不够 “证明”的某事。在

科学期刊上的许多论文都以 “……的证据”为标题。那只意味着作者不能证实他们的观点，这里

只是随随便便的结论。〔４０〕我国有学者把科学证据定义为 “运用具有可检验特征的普遍定理、规

律和原理解释案件事实构成的变化发展及其内在联系的专家意见”。〔４１〕这一定义基本反映了科学

证据的内涵。本文所探讨的科学证据更详细地是指在科学应用领域中，基于科学理论、采用科学

方法或运用科学仪器设备获得的用于证明个案中某一具体科学主张的科学结论。〔４２〕在科学应用

领域或者在科学证据的生成过程中，科学家们利用在科学研究领域中得出的科学理论，运用科学

仪器或设备对具体个案中的证据材料进行科学分析，形成特定意见或结论。这一结论就是科学证

据的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根据这一界定，我们可以将科学证据的内涵或要素归纳为以下四个方

面：（１）所有科学证据必须基于某一科学原理或科学知识； （２）必须运用具体的材料或对象；

（３）必须运用科学方法；（４）必须得出一个特定形式上的意见或结论，这一结论可能是概率形式

的，甚至是否定形式的。

一般来说，人们面对科学证据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是：我相信这个证据吗？要回答这个问题

他必须要从两个方面考虑：一是我相信提出证据的专家吗？二是这个证据本身是真实的吗？而回

答 “这个证据本身是否真实”的问题，他就要考虑证据本身的有效性和可靠性。从这两个问题出

发，可以来分析科学证据可采性的属性。根据科学证据的生成及应用过程，可以很清晰地归纳出

科学证据的两种属性：内在属性和外在属性 （如图１所示）。这两个层次将为建构科学证据可采

·５２·

科学证据可采性标准的认识论反思与重构

〔３６〕

〔３７〕

〔３８〕

〔３９〕

〔４０〕

〔４１〕

〔４２〕

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ｓ，犛狋狉犲狀犵狋犺犲狀犻狀犵犉狅狉犲狀狊犻犮犛犮犻犲狀犮犲犻狀狋犺犲犝狀犻狋犲犱犛狋犪狋犲狊：犃犘犪狋犺犉狅狉狑犪狉犱，Ｔｈｅ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Ａｃａｄｅｍ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９，Ｃｈ．３，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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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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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陪审团与法官对科学证据理解的差异，参见汉斯 （Ｈａｎｓ）的实证研究：ＶａｌｅｒｉｅＰ．Ｈａｎｓ，犑狌犱犵犲狊，犑狌狉犻犲狊，犪狀犱

犛犮犻犲狀狋犻犳犻犮犈狏犻犱犲狀犮犲，１６Ｊ．Ｌ．＆Ｐｏｌ’Ｙ１９（２００８）．

ＧｏｏｄｓｔｅｉｎＤａｖｉｄ，犎狅狑犛犮犻犲狀犮犲犠狅狉犽狊，ｉｎＦｅｄｅｒａｌ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Ｃｅｎｔｅｒ（ｅｄ．），犚犲犳犲狉犲狀犮犲犕犪狀狌犪犾狅狀犛犮犻犲狀狋犻犳犻犮犈狏犻犱犲狀犮犲，

２０００，ｐ．８０．

张斌：《论科学证据的三大基本理论问题》，《证据科学》２００８年第２期。

还有学者区分了 “科学证据”和 “技术证据”，认为 “科学证据”中的 “科学”不仅仅是指科学方法和相关技术，其核

心的内容是指在科学知识基础之上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思想，而技术证据主要是指采用技术方法获得的证据”（参见薛献

斌：《证据组合论：科学证据观对证据现象的新观察》，中国检察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４９３页）。本文不做这种区分。



性的框架提供基础。在内在属性方面，科学证据本身所具备的真实性在本质上属于科学真相的范

畴，因此，科学证据的内在属性表现在科学证据的有效性、可靠性和相关性三个方面，反映了科

学证据生成的内部机制，其认识过程是一种自然化认识的进路。〔４３〕对科学证据内在属性的直接

认识主体是科学家，其他主体无一例外地都是间接认识主体，因为他们需要通过科学家的解释来

认识或了解科学证据。本文对各内在属性进行区分，并不是说它们之间是相互独立的。事实上这

些属性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同形成科学证据内在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例如，有效性反映证

据的准确性；而可靠性意味着重复性，回答 “应用原理能产生一致的结果吗？”的问题。虽然存

在一项调查可能是无效的但仍然是可靠的，但不可能存在一项调查是不可靠的但却是有效的。如

果它是不可靠的，那么它总是无效的，因为测量不能被相信，所以结果的解释和结论不能被相

信。〔４４〕科学证据的在外属性表现为在运用科学证据证明事实过程中，人们对提出科学证据的专

家本人的可信性的评价。这些评价体现了科学证据的社会维度，反映了科学证据的外部机制。相

应地，根据科学证据可采性的属性结构，可以构建科学证据可采性的标准体系，它由内部标准和

外部标准组成，其中内部标准有科学有效性、可靠性、科学证据的相关性组成；外部标准指的是

科学专家的可信性。本文把它们称为科学证据可采性的 “四性”标准 （如图１所示）。

科学证据可采性的＂ 四性＂ 标准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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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有学者把科学证据的有效性 （其技术和方法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一致性）统称为客观性 （参见何家弘、刘晓

丹：《论科学证据的采纳与采信》，《中国司法鉴定》２００２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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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学证据可采性的内部标准

（一）科学有效性

某事的有效性是判断测量其意义的程度，回答 “原理支持它所要表现的吗”或 “证据真的为

问题提供了答案吗”之类的问题。“有效性”一词在不同学科有着不同的意义。即使在同一学科，

“有效性”的意义也很难取得广泛的一致。当科学家和哲学家们对 “科学有效性”的含义、应用

及其评价等都不能取得一致意见时，对于本应该依据科学家的结论来作出事实裁定的法官们又依

靠什么来判断科学证据的有效性呢？我国有学者认为，有效性包括逻辑的有效性和方法的有效

性。〔４５〕本文认为，事实认定者应该从科学研究的内在机制，通过科学原理和科学方法来认识科

学证据的科学有效性。

１．科学原理

当人们考察有效性时需要考虑实验或调查的设计、测量、提供结果的方式、结果的解释和结

论。传统的经验主义的科学方法认为建立科学理论所需要的证据来自观察，尤其是肉眼的观察。

过去４０年来科学哲学家们得到的一个教训是通过简单的肉眼观察经常不能获得科学中的证据，

而通过复杂的仪器设备和尖端的研究技术进行的观察却可以。而这些仪器设备都蕴含着相应的科

学原理和科学方法。科学原理又称科学理论，是科学家在科学实践中借助一系列概念、判断总结

出来的关于事物本质及其规律的知识体系。它不是事物个别的、表面现象的反映，而是事物内在

本质和规律性的反映，是一类事物共同点的抽象和概括。〔４６〕科学原理是科学证据科学性的主要

来源。例如，ＶＮＴＲ检验图谱基础理论 （包括ＤＮＡ的分子结构、高度多态性的 ＶＮＴＲ基因座

位以及获得ＶＮＴＲ断片和测量其长度的方法等）都已被广泛接受，人们使用相对小数量的ＶＮ

ＴＲ基因座位对人类ＤＮＡ样本进行鉴别的能力也不容置疑。这一原理为ＤＮＡ证据的准确性奠定

了基础。

２．科学方法

科学必须把它的巨大成功归功于唯一可靠的推理模式或科学家使用的探究程序，也就是所谓

的 “科学方法”。回答科学中关于真相的主张问题也必须借助于科学方法。从１７世纪的笛卡尔到

２０世纪的卡尔纳普，认识论已经涉及到现代物理学特征的探寻方法。逻辑经验主义强调科学理

论的证实性原则，确立了科学认识的方法，认为一个陈述的意义是由它能够被证实的方法确定

的。科学方法假定事件以一种一致的、能够通过细致的比较和系统的研究得到理解的方式出现。

知识是通过一系列的步骤产生的，在这一过程中，在方法论上积累资料、评估信息的强弱、推知

因果关系的知识。〔４７〕科学方法与科学原理密不可分，但科学方法更强调科学证据获得的途径。

韦伯词典把科学方法定义为 “系统追求科学知识的原理和程序，包括问题的确认和阐述、通过观

察和实验收集资料以及假设的阐述和验证”。〔４８〕通常的理解，科学方法意味着在一个可检验的假

设中构造一个关于事物如何运转的想法，检验假设是否为真，并用数学术语表示所有的测量和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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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真正的科学家而言，一个事实发现与用于发现它的方法一样重要。构思甚佳的科学

方法能让观察为研究人员设立的问题提供有效的、有用的和具有信息量的答案。“科学方法”中

的关键词汇是 “方法”。方法论 研究设计、度量和程序的逻辑 是产生科学知识的引擎。但

科学界不存在整体的科学方法，不存在整体上确定的规则用于在科学中决定它的有效性，另外，

也不存在供所有人使用和只供科学家使用的推理模式，不存在综合性的特征化的归纳逻辑。〔４９〕

不同学科的科学家使用不同的方法，甚至同一领域的科学家也在使用不同的方法，即使是当代的

复杂性科学方法论也难以应用于每个科学领域。但我们不能过分夸大这种方法论差异，因为科学

研究就有一定程度上的方法论模式 （如科学中普遍使用的唯物辩证法和回溯推理等），而且认识

论也可以为科学研究提供一般性的解释。这样，我们可以总结出关于科学的一般研究方法的科学

方法论理论，探索科学方法的一般结构，阐述它们的发展趋势和方向。例如，科学研究在遵循哲

学上的普遍方法论同时，既形成了以自然科学方法论即研究自然科学中的一般方法为特色的方法

论 （如观察法、实验法、数学方法等），又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出现了许多专门的新方法 （如控

制论方法、信息方法、系统方法等）。

（二）科学证据的可靠性

南斯 （Ｎａｎｃｅ）认为可靠性的核心理念涉及所提供的专业知识的真实性属性 （ｖｅｒｉｔｉｓｔｉｃｐｒｏｐ

ｅｒｔｉｅｓ），必要地也涉及规制这种专业知识可采性的规则，其中真实性意味着产生专业知识实质上

的真相或者规制性规则。〔５０〕对于科学家来说，可靠性涉及每次把同一方法应用到相同事物时得

到同样结果的能力。在科学证据的可采性框架下，法庭分成两个框架来评价科学证据。在守门人

框架里证据或者是可采的或者是不可采的。这明显地与科学证据本身的性质不一致，因为科学证

据本身不是二分的，而是在最可靠的证据和不可靠的证据之间的一个区间。也就是说，科学证据

的可靠性是一个程度问题。这种程度取决于科学的不确定性、可再生性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ｉｂｉｌｉｔｙ）、因果

关系和错误率。

１．科学的不确定性

长久以来人们一致接受这样的信条：科学就是真理。人们总是把科学理论同 “正确的”、“可

靠的”、“不包含任何错误的”联系在一起。然而，２０世纪初的那场科学革命动摇了人们的这一

信念，以致于波普尔提出了科学理论可证伪性的思想：“科学知识的增长永远是始于问题，终于

问题 越来越深化的问题，越来越启发新问题的问题。”〔５１〕科学的不确定性来自很多方面。里

姆伯特 （Ｌｉｍｐｅｒｔ）区分了７种不同类型的不确定性：概念的、测量的、样本的、数学模型的、因

果关系的、检验的以及沟通或认知的。〔５２〕总体来说，科学证据的不确定性来自以下几个方面的

局限：第一，科学原理或方法本身。例如测谎证据的原理是在特定条件下人的心跳、脑波、呼

吸、声调等生理数据变化与被测人意思表达是否真实存在着线性关系。显然，这一原理具有很大

的局限性。同时在科学检验中不存在能保证科学的每一步是真实可靠的科学方法。第二，科学家

本人。科学家也是容易犯错误的人。尽管毫无疑问有些科学家是铁石心肠和神经麻木的，但有些

是热情的 特别是对于他们的科学问题、对于有前景的理论、对于他们被引用的情况，等等。

依据科学家们自身的科学训练、对怀疑主义的个人倾向、他们的政治或宗教观点，也可能依据他

·８２·

法学研究 ２０１０年第１期

〔４９〕

〔５０〕

〔５１〕

〔５２〕

ＳｕｓａｎＨａａｃｋ，犐狀狇狌犻狉狔犪狀犱犃犱狏狅犮犪犮狔，犉犪犾犾犻犫犻犾犻狊犿犪狀犱犉犻狀犪犾犻狋狔：犆狌犾狋狌狉犲犪狀犱犐狀犳犲狉犲狀犮犲犻狀犛犮犻犲狀犮犲犪狀犱狋犺犲犔犪狑，２

Ｌａｗ，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Ｒｉｓｋ２１３（２００３）．

ＤａｌｅＡ．Ｎａｎｃｅ，犚犲犾犻犪犫犻犾犻狋狔犪狀犱狋犺犲犃犱犿犻狊狊犻犫犻犾犻狋狔狅犳犈狓狆犲狉狋狊，３４ＳｅｔｏｎＨａｌｌＬ．Ｒｅｖ．１９４（２００３）．

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傅季重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３１８页。

前引 〔３〕，Ｐ．ＢｒａｄＬｉｍｐｅｒｔ文，第５５页。



们的经济利益，一个科学断言可能被一群科学家视为 “不可能”或 “不太可能”，被另外一群科

学家视为 “可能但仍未得到证明”，还可能被其他的科学家视为 “有可能”。〔５３〕第三，客观条件。

科学证据生成过程中的观察通常需要高度的技能，而且经常需要运用精致的仪器设备，而这些仪

器设备本身也是基于其他的科学理论生产出来的。另外，检验对象的客观状况也会对检验结果的

可靠性产生重大影响。例如，指纹检验的原理是可靠的，依据科学界的统计，６４０亿人中才能找

到一对特征完全相同的指纹。指纹检验可靠性的假定是检验样本都非常清晰完整，而在实际检验

中，样本常常是残缺不全或模糊不清的。

当科学研究成为个人的事实陈述时，科学家最能做的就是用概率和统计术语来陈述科学的不

确定性。一般来说，概率分为逻辑概率、主观概率、频率概率和倾向性 （ｐｒｏｐｅｎｓｉｔｙ）概率，其

中逻辑概率和主观概率统称为认识概率 （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５４〕主观理论把概率看成

某个个体所持有的实际信念的程度，而逻辑或认知理论把概率当作对一个由证据确证的假设的理

性信念的程度来分析。对科学的确定性或不确定性的程度进行划分就像对地震的强度进行级别划

分一样，它测量一组证据证实或证伪一个假设的程度，并表达假设与支持或削弱它的证据之间的

关系。

２．可再生性

科学中可靠性的实质是指结论的可再生性，判定一个实验成功与否的标准是看其是否具有可

重复性，即使用相同的方法在相同条件下对同一事物进行测量得到相同的结果。波普尔曾指出：

“只有当特定的事件按照一些规则或规律性重复发生，如在可重复的实验中，我们的观察在原则

上才能被任何人所检验。……确实，只要按照预先规定的方式来实施一个适当的实验，科学上重

大物理效应都应该被任何人有规则地重复。”〔５５〕然而，结论是可重复的并不意味着它们是正确

的。一个可靠的测试能在相同的环境下反复进行并产生同样的结果。结果可能是一致地错误，但

那是有效性问题，而不是可靠性问题。另一方面，如果结论不可重复，那么就意味着方法论出了

问题。科学实验的可重复性依赖于自然规律是普遍和永恒的假定。只有在这个预设下，实验才有

可能在任何空间和时间中呈现出相同的现象。然而科学实验的可重复性的假定只是一个形而上学

的假定，因为在实际的实验实践中很难完全重复或复制一个实验。这表明科学知识的可重复性是

一个弱原则，它并不意味着对每一科学知识都可以从实践中得到实现。

３．因果关系

在利用科学证据证明科学事实主张的过程中需要运用科学论证，这种论证旨在阐明一种因果

关系。尽管从证据性的输入到信念之间的实际因果关系轨迹将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形成信念的实

际因果关系轨迹处于经验科学的范畴内，而不是被视为仅仅是进行概念分析的哲学范畴之

内。〔５６〕在某些情况下，因果关系的证明对科学家来说仍然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决定因果

关系需要判断，在这一点上，目前的科学常常不能提供一个确定的、清晰的答案，而且关于因果

关系的主张不能单独通过计算得到。决定因果关系必然地要求我们反事实地思考，从没有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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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欺骗性的事物中得出推论。例如，如果我想知道某工厂的化学放射性在其所辐射的范围内

是否导致内分泌疾病的增加，那么一个关于因果关系的完整证明只能来自于实际世界中某人患病

的增加与想象世界中相同人除了暴露在放射性以外确实还有同样经历的比较。如果在可能世界中

疾病的出现没有增加，那么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化学放射性引发了疾病，因为暴露在放射性下是

现实世界和可能世界之间的唯一区别。〔５７〕涉及到每一个具体的科学证据与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

又有许多不同的种类。例如，在死因分析中，因果关系有多个层次：直接死因、根本死因、辅助

死因和死亡诱因等。

４．错误率

本文在前面已经谈到，错误率作为一项评价可采性的规则存在现实上的困难，但这并不能否

定错误率可以作为评价可靠性的一个因素。因为可靠性是程度问题，而可采性是一个二分问题。

科学资料和工艺容易受到许多错误的影响。例如，实验室结论和资料容易受到反映具体科学技术

内在强度和局限的测量错误的影响。某个体血液酒精浓度的测量方法或样本中海洛因含量的测量

方法，只有在一个可能的数值置信区间有效。除了测量技术内在的局限以外，大量的其他因素也

可能影响实验室分析的准确性。这些因素包括分析中使用的参考材料的缺乏、仪器错误、环境条

件、样本混合和污染、运输错误等。〔５８〕曾有研究表明法庭科学测试的误测率达到了２０％。〔５９〕

学理上错误率常被定义为 “分析导致一个假结论的个案的比率”。〔６０〕在实际检验中，通常会出现

四种情况，如下表所示。其中ｂ和ｃ就是假结论，错误率就是根据它们的情况计算出来的。

分析结果

真实情况 ＋ －

＋ ａ真阳性 ｂ假阴性

－ ｃ假阳性 ｄ真阴性

值得注意的是，错误及相应的错误率的来源非常复杂。例如，在ＤＮＡ分析中，声称两个样

本ＤＮＡ匹配的错误可能有两个来源：一是可能两个样本来自两个不同的个体，他们的ＤＮＡ在

当前的检测能力下似乎是相同的；二是两个不同的ＤＮＡ图纹可能被错误地认为是匹配的。有学

者认为，前者的错误概率非常低，假阳性 （不同的ＤＮＡ图纹被错误地认为是匹配）的概率可能

非常高。为了得到 ＤＮＡ分析中可靠的错误率估计，两种形式的错误都需要考虑并把它们量

化。〔６１〕２００９年２月１８日，美国国家科学院发布的 《强化美国的法庭科学：一条前进的路径》

报告列出了导致法庭科学检验出现错误的诸多因素。例如，该报告发现在法庭科学界太多的科学

家和其他执业人员因缺乏足够的资源、可靠的政策和国家支持就草率从业；法庭科学界的检验质

量参差不齐，经常受到缺乏足够的训练和持续的教育、缺乏执业人员严格强制认证要求、缺乏实

·０３·

法学研究 ２０１０年第１期

〔５７〕

〔５８〕

〔５９〕

〔６０〕

〔６１〕

ＭａｒｇａｒｅｔＡ．ＢｅｒｇｅｒａｎｄＬａｗｒｅｎｃｅＭ．Ｓｏｌａｎ，犜犺犲犝狀犲犪狊狔犚犲犾犪狋犻狅狀狊犺犻狆犫犲狋狑犲犲狀犛犮犻犲狀犮犲犪狀犱犔犪狑：犃狀犈狊狊犪狔犪狀犱犐狀狋狉狅

犱狌犮狋犻狅狀，７３ＢｒｏｏｋｌｙｎＬ．Ｒｅｖ．８４９－８５０（２００８）．

前引 〔３６〕，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ｓ书，第４章，第５页。

ＧｒｉｅｖｅＤ．Ｄａｖｉｄ，犘狅狊狊犲狊狊犻狅狀狅犳犜狉狌狋犺，４６（５）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ｏｒｅｎｓｉｃ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５２１－５２８（１９９６）．

前引 〔３６〕，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ｓ书，第４章，第７页。

Ｃ．ＡｉｔｋｅｎａｎｄＦ．Ｔａｒｏｎｉ，犛狋犪狋犻狊狋犻犮狊犪狀犱狋犺犲犈狏犪犾狌犪狋犻狅狀狅犳犈狏犻犱犲狀犮犲犳狅狉犉狅狉犲狀狊犻犮犛犮犻犲狀狋犻狊狋狊，Ｃｈｉｃｈｅｓｔｅｒ，ＵＫ：Ｊｏｈｎ

Ｗｉｌｅｙ＆Ｓｏｎｓ，２００４，ｐｐ．３９９－４２７．



验室强制认证程序、不能坚持健全的操作标准以及缺乏有效的监管等方面的影响。〔６２〕一般来说，

科学证据的错误主要来自人的错误、设备的错误和对象的错误。例如，在断定某一特定实验室的

酶探针化合所产生的准确检验图谱对犯罪现场的样本适用之前，需要考虑有关ＶＮＴＲ检验图谱

的研究是否存在样本错误 （如样本被调错）、是否受到环境状况和污染情况的影响，该实验室是

否拥有一般经验，以及对这些探针检测方法的精通熟练程度、统计分析及概率计算错误等。〔６３〕

（三）科学相关性

相关性是证据法的一条逻辑主线。〔６４〕无论是什么证据要进入事实探究领域都必须遵循相关

性规则，经受相关性的检验。在美国，科学或专业证据是否应当被采纳，取决于该证据相关性及

其与 《联邦证据规则》４０３因素的抵消性评估。〔６５〕规则７０２要求，证据或证言 “辅助事实裁判

者理解证据或裁断有争议的事实”。这种情况主要涉及相关性，因为与案件中的任何争议没有关

系的专家证言对法官没有帮助作用。〔６６〕科学相关性是科学证据进入实体领域的一张门票，指的

是科学证据所反应的事实与案件事实存在实质或逻辑上的关联。它包括两层含义：一是专家作出

推论所依据的原理与其得出的结论具有相关性；二是专家的推论与争论的事实之间存在逻辑上的

关联。《美国联邦证据规则 （２００９）》第４０１条对证据的关联性作出了具体的解释： “相关证据”

是指使任何事实的存在具有任何趋向性的证据，即对于诉讼裁判的结果来说，若有此证据将比缺

乏此证据时更有可能或更无可能。〔６７〕也就是说，判断某一科学证据是否与案件相关，只要看这

个证据的出现是否会影响案件事实存在的概率。这一原则要求专家领域必须与论证所涉及的主题

相关。当我们关注的是血液样本的ＤＮＡ匹配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能依靠一个精神病心理学家的

证词，也不能采信一个流行病理学家关于纯精神病问题的证词。否则，基于一个与当前案件之事

实不相关的科学知识领域的科学证据将被这一原则排除于法庭之外。由于相关性是所有证据都要

遵循的一项普遍性准则，因此，本文在此不再赘述。

（四）科学证据可采性标准内在属性的法律化

科学探究与法律辩护采用两种不同的认知模式：科学探究旨在揭露问题的真相，作为探究者

的科学家，其任务是寻找所有能找到的证据，尽可能客观地评价它们的价值，在证据充分时才得

出结论；当证据不能确证他们的答案时，他们会承认目前还不能得出结论，他们会努力寻找更好

的证据。相比较，法律中的辩护旨在为了命题的真相来构建一个案例，所以作为辩护人的律师，

其任务是寻找有利于争议命题的证据，尽可能说服性地呈现它们，或者寻找法律上的理由排斥对

己不利的证据。〔６８〕当运用科学证据在法庭上证明某一事实时，就需要将科学探究模式法律化。

现在的绝大多数文献把法律与科学对立起来，把科学证据归于科学研究麾下探讨法律与科学之间

的关系，而忽视了科学证据是科学与法律相交叉的产物。虽然法庭中对真相的探求与实验室中对

真相的探求有着重大的差异，但科学证据却把它们的真相探索融合在了一起。科学证据追求的真

相既有内在的科学模式，也有外在的法律模式。科学证据尽管由科学专家提供，但最终仍然是一

·１３·

科学证据可采性标准的认识论反思与重构

〔６２〕

〔６３〕

〔６４〕

〔６５〕

〔６６〕

〔６７〕

〔６８〕

前引 〔３６〕，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ｓ书，第１章，第５页。

前引 〔４〕，罗纳德·Ｊ·艾伦等书，第７９１页。

张保生：《证据规则的价值基础和理论体系》，《法学研究》２００８年第２期。

前引 〔４〕，罗纳德·Ｊ·艾伦等书，第７２５页。

同上书，第７３３页。另见前引 〔８〕，Ｄａｕｂｅｒｔ案，第５７９页。

ＦＲＥ４０１，２００９．关于相关性的系统研究参见ＰｅｔｅｒＴｉｌｌｅｒｓ，犕狅犱犲狉狀犜犺犲狅狉犻犲狊狅犳犚犲犾犲狏犪狀犮狔，ｉｎＪ．Ｈ．ＷｉｇｍｏｒｅａｎｄＰｅ

ｔｅｒＴｉｌｌｅｒｓ（ｅｄｓ．），犈狏犻犱犲狀犮犲犻狀犜狉犻犪犾狊犪狋犆狅犿犿狅狀犔犪狑，Ｂｏｓｔｏｎ：Ｌｉｔｔｌｅ，Ｂｒｏｗｎ，１９８３，§３７．１．

前引 〔４９〕，ＳｕｓａｎＨａａｃｋ文，第２０７页。



种为律师所用于对抗性辩护活动的证据。因此，它实际上更多地是一个法律概念。因此，对科学

证据可采性标准的内在属性的评价需要在法律的框架内通过正当法律程序来实现。例如，吉安内

利 （Ｇｉａｎｎｅｌｌｉ）认为，科学原理的有效性和应用该原理的技术的有效性可以通过司法认知、立法

认知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规定 （ｓｔｉｐｕｌａｔｉｏｎ）或者包括专家证言在内的证据提交来建立。

一旦科学原理被充分建立起来，法庭可以对该原理的有效性进行司法认知。〔６９〕司法审判认识论

的一个基本假定是审判的基本目的是发现真相，但其最终目的是解决诉讼纠纷。除了事实真相以

外，法律还有其他的价值追求，因此科学证据的可采性规则，同样是法律在所保护的各种社会价

值之间寻求平衡和妥协的产物。

四、科学证据可采性的外部标准：专家的可信性

一般来说，法庭上提出知识主张的不是那些学术界的科学家和哲学家，而是接受委托进行科

学检验并就其检验结果作证的专家证人。早在１５５３年法庭就习惯在审判中使用专家意见，只不

过早期的专家是陪审团成员之一。专家证人的现代角色开始于１８世纪。在犉狅犾犽犲狊狏．犆犺犪犱犱一案

中，著名工程师斯米顿 （Ｓｍｅａｔｏｎ）先生被允许就路堤是否引起港口的淤泥提供专家意见。〔７０〕科

学证据的作用是通过专家来实现的，而专家是我们理解科学证据的媒介。科学专家的任务主要是

介绍专门知识或者利用专门知识分析、认识已有的证据，推断未知的事实。所以，专家在法庭上

作证需要表达三种功能：一是作为教授者教授科学知识；二是作为实验人员报告检验结果；三是

作为评价者解释科学证据所反映的案件事实。自然科学的巨大成功使得人们对科学产生一种盲目

崇拜，认为科学证据是一种特别可靠的特殊证据，科学家都是铁石心肠甚至是神经麻木、刻板的

“客观性”那种人。然而，这是一个严重的误解。〔７１〕科学专家虽然因职业身份容易树立并维持一

个诚实且有能力的声誉，对某一专家任何公开的批评都可能损害其作为专家的职业生涯，降低其

学术声誉，有时这种损害是致命的；但并不是所有专家都是诚实的，甚至有人认为专家比其他证

人更容易出问题。〔７２〕在司法实践领域专家伪造证据的现象也时有发生。例如，根据美国西弗吉

尼亚高等法院的一项的调查，该州刑事犯罪实验室的前主任、血清学家特鲁珀·弗雷德·蔡恩

（ＴｒｏｏｐｅｒＦｒｅｄＺａｉｎ）曾在１９７９年到１９８９的十年间为１３４件案件伪造检验结果。〔７３〕

与专家可信性相关的一个因素是 “偏见”。人类的判断容易受到不同类型偏见的影响，因为

我们无意识地从我们的环境中挑选线索，并以一种未声明的方式影响我们的内心分析。这种内心

分析可能也受那些没有保证的假定和我们自己没有意识到的过分自信的影响。这类认知偏见不是

性格缺陷的结果，而是决策中的普遍特征。〔７４〕科学专家在生成科学证据的过程中并非仅仅以自

己抽象思维按照科学规律或科学原理进行认识活动，应该承认科学家自身主观上的非理性因素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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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结果具有一定的影响。这些因素主要包括科学家主观上的偏见或利害关系、科学家的性格和

品格以及科学家所处的制度和人文环境等。有学者认为，引起专家偏见的原因可以分为三类：个

人利益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ｎｔｅｒｅｓｔ）、财政利益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ｒｅｓｔ）和情报利益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７５〕但

是，法庭科学中一个明显的认知偏见是在评价信息的证明价值的时候对基本率 （ｂａｓｅｒａｔｅ）的忽

视。〔７６〕例如，假定犯罪现场发现的地毯纤维与嫌疑人家里的地毯纤维相匹配，这一信息的证据

价值取决于一个比率，即除了嫌疑人的家以外，这种纤维在其他家里发现的概率。如果这种地毯

纤维非常普遍，那么，嫌疑人家里的纤维与现场的匹配这一证据将没有什么证明价值。在某些情

况下，专家鉴定更关注鉴定内容所包含的社会利益关系，而较少关注内容所指向的科学事实。例

如，由神经病科医师开出的除了神经性疾病的诊断外，任何精神病诊断都不是或不可能是根据病

理学做出的。相反，所有这些诊断都是根据非医学的因素，也就是经济上的、个人的、法律的、

政治的或社会方面的考虑和动机做出的。因此，精神病诊断既不是指解剖或生理上的损害，也不

是指引发疾病的动因，而是暗指人的行为和与人有关的问题。〔７７〕正如坦福 （Ｔａｎｆｏｒｄ）所说的，

如果说有哪个领域中的证人最能受到金钱的腐蚀并使得他们的证词变得更加不可靠的话，那么这

个领域就是专家证人领域。〔７８〕

人们通常认为来自权威鉴定机构的科学家要比一般机构的科学家具有更高的可信性。但实际

上，鉴定机构的权威性并不完全等同于科学专家的可信性。鉴定机构的权威性是为了提高鉴定的

准确性而对鉴定机构所作的一种预设，旨在帮助人们解决同一鉴定有多份不同意见时所遇到的问

题，减少司法实践中的多头鉴定、重复鉴定。主管部门通过对鉴定机构设定一定的准入条件和认

证指标以保证其鉴定结论的准确性。例如，实验室鉴定专家、教授人数的多少和规模的大小；实

验室仪器设备要求，并通过对实验室以往检验结果准确性的考核来评估其权威性。按照规定，权

威性的鉴定机构必须是经国家司法部门批准成立的、有自己的实验室、实验室必须是经过认可合

格的 （即通过国家实验室认可和计量认证）、有自己的技术团队，而且实验人员必须是持有国家

许可的鉴定资格的鉴定人。因此，权威鉴定机构科学家出具的意见，相对于科学家的可信性而

言，在准确性方面可能更具有说服力 （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

五、结　　论

科学探究与法律辩护是两种不同的认知模式：科学旨在对现象进行分析形成系统的知识；而

法律是在有限的期限内对真相问题进行裁决。在利用科学证据构建事实真相的过程中，探究与辩

护交织在一起。运用科学证据提出的一个核心问题是，面对错综复杂的科学证据，人们如何认识

科学证据的可采性。从弗赖伊到多伯特 “三部曲”的科学证据可采性标准受到了广泛的质疑，主

要原因在于目前设定的科学证据有效性、可靠性、可采性之间的逻辑关系比较混乱，以致美国

《联邦证据规定》也没法对科学证据的可采性作出明确的规定。根据科学证据在真相发现中的功

能，我们可以从内在属性和外在属性两个方面来审视科学证据，从而建立起科学证据可采性的内

部标准和外部标准。内部标准包括科学有效性、可靠性、科学相关性，科学有效性由科学原理和

·３３·

科学证据可采性标准的认识论反思与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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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决定，而科学证据的可靠性受可再生性、因果关系、不确定性和错误率等因素的影响。外部

标准指的是专家的可信性。科学证据可采性的 “四性”标准不是为法庭采纳科学证据设定一些刻

板的条件，而旨在为人们实际运用科学证据提供一个可行的、清晰的分析框架。本文提出的 “四

性”标准不像多伯特指引那样把科学证据的可采性寄托于科学界的同行评议和普遍接受，而是充分

基于科学证据本身的属性并融合了证据法的要求。正如艾伦所说，“如果对一个案件的决定最终是

在专家无法解释的迷雾中作出选择的话，该案件可能就不属于法院审理的范围了。”〔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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